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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题：“这3 0 年课程改革，我最想说的话”
30年的沉淀
· 丛立新
《红楼梦》里面贾元春的判词第一句就是“20年来辨是非”，最初读时年龄还小，觉得很漫长的时间，20年才辨出是非，够蠢。现在猛然间想想，改革开放居然30年了，怎么走过来的啊，又哪里敢说什么是非呢！就个人而言，这30 年其实是逐渐走近教育、了解教育、熟悉教育的过程，当然是很大的变化。就整个国家的教育，这样的视角就太狭隘了。以下文字，权当随便聊聊。
改革得符合社会基本需求

几十年来，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，就是社会决定教育这一点是非常强的。
原来想得比较简单，改革嘛，做了总比不做好，多做总比少做好。后来越来越感觉到，并不完全是这样。30年，各种各样的改革，大大小小的改革，政府部门推动的改革，学术单位组织的改革……名目繁多，如果单独看改革的方案、改革的目标，都很有道理，甚至非常美好。但如果再看看改革的最终结果，往往就不是这样，有的很有生命力，有的如过眼云烟，甚至也有的产生了与最初期望相反的结果。
在这方面，大概高考改革是最为成功的。回想起来真是有意思，邓小平恢复高考，虽然没有任何动员、培训，可是决定一出来，几乎全社会拥护。其实也简单，当时的社会情况非常清楚，大家知道，像“十年动乱”那样办教育，中国就太危险了。那时我在工厂当工人，还发了几句牢骚：“这个邓小平，等我上了大学再改不好吗？”因为我表现还可以啊，再推荐入学说不定有希望啊。但牢骚归牢骚，还是懂得这样是对的。说得简单些，恢复高考之所以被社会接受和承认，就是因为符合社会需求，符合教育规律，当时稍微有脑子的人心里面都“知道”。但是，这是惨重代价换来的“知道”，更多的时候，现实可能没有那么清楚，就可能在思想上误判，在改革的措施上失当。
我自己有另外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，可以做对比。20世纪90 年代，华罗庚数学学校———也就是现在奥数前身吧，已经比较火了，许多孩子都利用星期天（那时还没有双休日）去上课，然后再参加什么“迎春杯”啊之类的比赛，如果能够拿到一等奖、二等奖什么的，就可以保送重点中学。对此，当时的批评很多，什么增加学生负担、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，等等，反正现在有的批评那时都有。我们是搞教育的嘛，更是不以为然，觉得学校搞这些违背了教育规律，而且以这样的名义创收也有损教育形象。觉得应该做点什么，于是和一家媒体合作，写文章啊，做讲座啊，呼吁啊，反正是做了不少舆论工作。还记得有篇文章里面说： “把星期天还给孩子”，挺煽情的。后来，北京市也有专门规定，不许学校再办下去。真是没有想到，学校是不办了，可是社会上办的各种其他名目的同类学校就如雨后春笋般的了， 而且，收的钱更多。仔细了解后算明白了，是家长们支持。他们一方面心疼孩子，另一方面更担心孩子的前途。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嘛。什么是社会需求？家长的选择，家长的意愿就是社会需求。有位资深教育官员曾经慨叹：“凡是与人民群众的要求拧着做的，最后一定行不通啊。”
教育实验也是有规律的
还有件事情，也是上世纪90年代吧，那时一些同学啊同事啊先后从国外回来，当然就会有对比，看看国内，觉得我们的中小学生太苦了，负担太重了。自己是搞教育的嘛，就总是想做点什么，于是在北京一所学校做了两年多的课程实验。当时我们叫做“综合实践活动”，也就是今天的研究性学习，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，自己制订计划，搜集资料，解决问题，等等。开始老师们不大接受，听我们介绍国外的教育很有兴趣，一说到实验就打退堂鼓：中国不行的，中国的学生不行的。事实是，经过两年多实验，很成功，最后到了初中三年级，我们怕影响中考，决定终止实验。可是那些最初犹疑的教师却不肯了：学生受益了啊，效果看得见啊。所以他们接着搞了下去。
说真的当时有点盲目乐观，觉得既然这所学校可以，那么别的学校同样也可以。过了很久才意识到，这其实是一个不可复制、没有太大普遍意义的尝试。你想想，在一所学校，4个大学老师蹲两年！当然最后学校老师自己做得也非常好，可是确实有我们共同探讨的两年多啊。
2001 年这次课程改革中的研究性学习在许多地方并没有真正落实，原因之一，是没有足够的条件，如教师的充分培训、理论工作者的引领，等等。单凭号召和命令，肯定是不行的。而且占那么多课时比例，也有问题。我们实验的时候，基本没有触动学科课程。现在的课时安排，几乎必然要牺牲学科课程的质量要求，怎么行得通？
改革的前沿一定能成为实践的主流吗
真正学会全方位审视国外的理论，意识到很多理论的不足，开始思考诸如怎么对待别人的东西，怎么对待自己的东西等问题，是通过2001年的这次课程改革。
我们学习教育理论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过程。1977年第一批教育系大学生嘛，基本是一边学一边批，凯洛夫教育学要一分为二，杜威更是要三七开甚至二八开，赫尔巴特不必说， 政治上反动，皮亚杰还是唯心主义……这几年解释学、批判理论什么的很时髦，讲知识与权力的关系。其实，“十年动乱”之前、之中甚至之后一段时间内我们一直就是讲教育的阶级性，讲教育为政治服务的，好像教育只有这些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，是忽略教育教学中那些没有阶级性、那些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东西，对这些既不承认，更谈不上尊重。教育有普遍规律，但普遍规律如果要起作用，必须要将特定的思想或者特定的理论，放到具体的时空坐标中，看具体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条件，否则便很容易出错。很简单，无论是赫尔巴特还是杜威的理论，同样在今天，对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，意义是不一样的。
有一个逻辑，曾经很流行，至少我自己也曾经多多少少认为有道理：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高度发达，那么，它的教育也必然是发达的。反过来也是一样。这样的逻辑，在今天看来也不能说完全错误，但显然过于简单了。比如，依照这个逻辑，我们看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教育时就容易缺乏分析。
还有，对于国外的教育理论、教育改革，要关注，但更需要理性的态度和冷静的思考。比如有一个问题，我很晚才意识到，就是教育改革的前沿与教育实践的主流之间的关系，二者是不是总是统一的？有意思的是，这个问题并不复杂，但以前就是没有想过，到了后来， 就开始反反复复地想。当然这里面也有个契机，我的一个硕士生，有一次问我，老师，现在那些发达国家，比如美国，是不是已经没有教师运用讲授法了？当时听了这个问题，我吓了一跳，然后琢磨，学生这样问一定不是空穴来风，自然与所接触的各种课程、所读的各种书籍和论文有关。于是就想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在课堂上，在各种讲座上面，到底给了学生什么？具体说，当我们向他们介绍国外的教育改革、教育理论时，有没有真正做到全面真实？这样想下来，就觉得这个学生问得实在是有道理，比如一提到美国的教育，更多的文章会谈到布鲁纳的改革，谈到发现法，谈到小组合作学习，谈到活动课程，的确，这些都存在。但是，这些并不是美国中小学教学实践的主流。而且，改革的前沿也并不一定都能够最终成为实践的主流。杜威是这样，布鲁纳也是这样。
思想解放不太够
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现在全世界都看得到，的确惊人，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经历过“十年动乱”的人感受更深。可以说，所有今天的这些成就，如果没有当初的思想解放运动，都是不可能的。
思想解放在教育领域当然也有成就，但总的说起来不够，很多问题没有彻底说清楚。比如，恢复高考直接刺激了中小学教学的正常化。但是，中小学教育究竟应该怎么搞，哪些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，哪些形式和方法是需要的，许多事情没有得到清理。再比如，学校教育有没有稳定性？除了为政治所决定之外，有没有自己的规律？现在看来，与政治、经济许多方面相比，教育的稳定性其实更强，确实有许多是超越了具体社会形态的。那时一些老先生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，但讨论得不充分，也没有深入到学校教育的具体层面。再比如， 如何看待学校的教学活动，系统知识、考试、分数，这些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， 没有充分讨论，现在看来是有后患的，比如现在许多对教学的批判与“十年动乱”期间很相似，一些改革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。像小升初的改革，这是大家都看到的，我当年也曾经非常拥护。这个改革所针对的弊病是事实，最后所产生的各种结果也是有目共睹，仔细分析，恐怕与对教学规律的认识不足，包括对考试看法的不全面都有关系。
（作者系北师大教育学院科学研究所所长、教授，从事课程与教学研究30年。）
